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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传统农村社区多以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为主,因而往往忽略了社区内在的能

力建设。 实际上,社区能力建设将对社区发展和农村居民个人福祉产生一定影响。 以皖西南农村

社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农村社区能力构成及其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

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 农村社区能力要素

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能

力;其中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

之,社区组织能力的影响最小。 因而要大力推进村民自治,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良好的人

际信任、邻里互助关系,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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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指

个体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出的情感性和

认知性评价的一种心理感受[1]。 追求幸福是每个

个体及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中叶的西方。 到目前为止,主观幸福感已

经成为国际国内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

多学科关注的热点。 已有的研究在探讨主观幸福感

影响因素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健康、公平、自
由、收入、就业等方面[2],很少有研究考虑到社区层面

的因素。 而实际上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
生活所在地都是社区,社区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讲,社区的发展状况将会对个人

的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本文利用皖西南农

村的实证调研数据,从社区层面探讨农村社区能力与

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旨在为提高农村居民幸

福感、推进农村社区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1. 社区能力与居民幸福感

我国传统的农村社区在发展中较多地强调政府

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而往往忽略社区内

部的能力建设,这也导致社区自治性较低,影响了社

区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有学者提出从社区能力构建

的角度实现农村社区发展的范式转换[3]。 实际上,
社区能力的概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方出现,社
区能力建设作为反社会排斥的一个政策手段,通常

强调个人参与、集体动员等。 到了 90 年代,各国在

谋求社会发展中强调以社区能力建设为重点,注重

基层实践中的民众参与[4]。 目前社区能力的研究

包括将社区能力看作是组织和个体所具有的资源、
关系网络及技术等资源导向视角和将社区能力作为

解决问题和需求时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视角[5]。
而 大 多 数 学 者 包 括 Goodman[6]、 Chaskin[7]、
Beckley[8]、Labonte[9]等都是从过程视角出发对社区

能力作了理论探索。 国内目前探讨社区能力的研究

并不多,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对社区能力

建设的问题进行探讨。 仅有少数学者运用定量方法

进行分析,例如徐延辉等[10] 在借鉴 Labonte 等关于

社区能力定义的基础上对厦门等地城市社区能力进

行了测量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社区能力主要是社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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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务能力、社区组织参与能力、社区培育社会资本

的能力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孟祥

斐[11]同样借鉴了 Labonte 等的定义论证了深圳和厦

门地区社区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还有的

学者并没有直接从社区能力层面分析,而是在社区

发展的具体方面论述了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例
如陈前恒等[12]通过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调查

发现村庄直接民主能够显著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为

了充实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尝试提出研究假说一:农
村社区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2. 人口学要素与居民幸福感

目前国内外关于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很

多,大多数学者都对人口学因素诸如性别、年龄、婚
姻状态、教育程度、收入等作了探讨。 首先,性别会

影响到幸福感。 Graham 等[13] 在探讨世界各地不同

国家之间居民幸福感差异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收
入和教育程度后女性的幸福感高于男性,但是在低

收入国家也存在例外。 黄嘉文在分析 2005 年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后也得出了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

的相似结论[14]。 边燕杰等则认为由于社会对男女

角色的定位、标准不同[15],女性比男性更易满足,幸
福感更高。 第二,年龄对幸福感也有影响。 从理论

上讲,年龄越小,其所受的生活压力越小,幸福感越

强;人到中年后,家庭、事业等各方面压力接踵而来,
幸福感容易降低;年老退休后生活变得简单,压力减

小,幸福感易于上升。 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也论证了

这一观点,即年龄与幸福感呈 U 型关系[16-18]。 第

三,婚姻状态往往影响幸福感。 从功能上来讲,婚姻

可以为个人提供情感支持,良好的婚姻状况有利于

幸福感的提升。 研究也表明,婚姻状态较好的人往

往比婚姻状态较差的人更幸福[19]。 第四,收入会影

响幸福感。 从理论上讲,收入给人们提供了经济保

障,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从而提升幸福

感。 邢占军[20] 对山东省连续 7 年的调查结果也从

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点。 第五,教育程度也会影响

幸福感。 从理论上讲,教育程度有利于个人的职业、
地位、财富等资源的获得,从而对幸福感的提升产生

积极的作用。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得出教育程

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并

没有统一的结论。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二:人口学要素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二、研究设计

1. 主要变量

(1)社区能力

如前所述,国外关于社区能力的界定有不同的

理论视角。 在 Labonte 和 Laverack 看来,社区能力

就是一个通过增强社区群体能力以界定、评估、分析

和解决那些社区成员所关心的问题的过程[21]。 他

们认为,社区能力的内涵包括 9 个方面:参与、社区

领袖、组织结构、问题评估、资源动员、批判性反思、
与居民的联系、外部组织的角色、社区计划管理。 本

文在参考 Labonte 等社区能力界定以及国内学者黄

云凌等在分析城市社区能力时关于社区能力界定的

基础上,结合农村社区的特点,建立农村社区能力的

测量指标。 如表 1 所示,共有 17 个指标,测量时根

据李克特 5 点量表,1—5 分别代表“很不符合冶 “不
符合冶“一般冶“符合冶“非常符合冶。

表 1摇 农村社区淤能力测量指标

测量维度 具体指标

参与
村民有很多参与到村公共事务决策的机会;村经常自
己创办和组织一些活动;村民经常参与村组织的活动。

社区领袖 村经常在村民中培养一些负责日常事务的领导者。

组织结构
村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村组织工作效率很高;村民有
矛盾的话,村组织都能化解。

问题评估
村能够有意识地培养居民解决问题、寻找资源的
能力。

资源动员
村组织能利用本村内部资源(人力、物力、财力)促进
村发展;本村能争取到很多村以外的资源促进本村发
展;本村能提供多种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村民需求。

批判性
反思

村组织能够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来促进本村发展。

与居民
的联系

村民是值得信任的;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助;本村能
接纳外来不同背景的人。

外部组织
的角色

本村能与村外部组织合作共同促进本村发展。

社区计划
管理

本村有明确的、大家认可的发展目标和计划;村组织
能通过各种手段和计划指导本村发展。

淤本文中的农村社区是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了国家进行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的农村社区,也包括传统的村落社区。 在下文统计表

格中为了简便,并与城市社区区别,直接用“村冶来表述。

(2)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它具有明确的测量指

标。 心理学上认为,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可以包括 3
个方面:一是认知评价,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
即生活满意度[22];二是积极情感,主要指精神振奋、
高兴、愉快等情绪体验;三是消极情感,指悲伤、焦
虑、难受、孤独、抑郁等情绪体验。 其中,认知评价是

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23],它能有效地测量

出幸福感的状况,是最关键的指标。 本文测量农村

居民幸福感时就使用生活满意度这一评价指标,采
用李克特 5 分量表,1—5 分别代表“很不满意冶 “不
满意冶“一般冶“比较满意冶“很满意冶 [24]250。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采取因子分析法对农村社区能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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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维,分析出农村社区能力的主要构成因子,然后利

用有序回归模型,以降维后的社区能力因子作为自

变量、农村居民幸福感作为因变量、人口学要素作为

其他控制变量测量出社区能力要素对于农村居民幸

福感的影响。

表 3摇 旋转成分矩阵

原始变量 F1 F2 F3 F4 共同度
村委的工作效率很高 X1 0. 827 0. 200 0. 198 0. 078 0. 769

村组织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促进本村发展 X2 0. 811 0. 171 0. 036 0. 141 0. 708
村组织利用本村内部资源促进村的发展 X3 0. 752 0. 330 -0. 010 0. 270 0. 748

本村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X4 0. 719 0. 254 0. 091 0. 186 0. 624
村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和计划指导本村发展 X5 0. 669 0. 297 0. 082 0. 298 0. 631

村委组织能化解村民矛盾 X6 0. 646 0. 225 0. 324 0. 179 0. 605
村培养负责日常事务的牵头者 X7 0. 547 0. 358 0. 335 -0. 048 0. 542

村经常自己创办和组织一些活动 X8 0. 322 0. 774 0. 110 0. 056 0. 718
村民经常参与村组织的活动 X9 0. 352 0. 726 0. 097 -0. 134 0. 679

本村能提供多种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村民需求 X10 0. 090 0. 711 -0. 118 0. 358 0. 656
村有意识地培养居民解决问题寻找资源的能力 X11 0. 404 0. 615 0. 340 0. 089 0. 665

村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的机会 X12 0. 475 0. 564 0. 094 0. 052 0. 555
村民是值得信任的 X13 0. 060 0. 151 0. 849 0. 076 0. 753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 X14 0. 214 -0. 020 0. 823 0. 191 0. 760

本村能接纳不同背景的人 X15 0. 106 -0. 218 0. 285 0. 736 0. 682
本村争取村外部资源促进本村发展 X16 0. 314 0. 399 0. 050 0. 614 0. 637

村能与村外部组织合作促发展 X17 0. 391 0. 345 0. 073 0. 552 0. 582

(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可以将数量较多且复杂的变量进

行综合、合并为数量较少的几个综合因子,并通过这

几个因子来反映原有变量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分析方

法。 其数学模型可以表达为:
X i = ai1F1 + ai2F2 + … + aikFk + 滋

( i = 1, 2, …, p ; j = 1, 2, …, k )
其中,Xi是原有的变量,Fj是公共因子,共有 k 个公共因

子;aij是表示原有变量和因子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因子

载荷;滋 表示原有变量不能被因子所解释的部分。
(2)有序回归模型

如上文所述,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以生活满意度

为指标来测量,该指标是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逐步

递进的 5 分变量,因而这里采用有序回归模型作满

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 数学模型为:

Ln P(Yk 臆 m)
P(Yk > m

æ
è
ç

ö
ø
÷

)
= 茁0 + 移

n

j = 1
茁 j字 ij

摇 摇 其中,m 表示因变量的赋值(1—5 分别代表“很
不满意冶“不满意冶 “一般冶 “比较满意冶 “很满意冶);
茁0是常数项;茁 j是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了社区

能力要素、人口学要素对幸福感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5 年 7—10 月在

皖西南地区(主要是安庆)进行的农村调研。 安徽

省安庆市主要由 4 个市辖区、7 个县和 1 个县级市

构成。 本次调研主要以怀宁县、太湖县、枞阳县、望
江县、潜山县、宿松县、岳西县 7 个县为主,从每个县

随机抽取 1 个乡,每个乡随机抽取 2 个村,每个村发

放 50 份问卷,调查对象为农村居民。 共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5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9. 43% 。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表 2。
表 2摇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N=556)

分类变量 变量赋值 比例 / %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男 51. 1 年龄 48. 430 16. 762
女 48. 9 年龄平方 / 100 26. 256 16. 320

本科及以上 5. 0 收入对数 9. 337 0. 803
大专 2. 9

高中或中专 12. 9
初中 25. 9

小学及以下 53. 2
未婚 12. 9
丧偶 8. 6
离异 1. 4
已婚 77. 1

摇 摇 注:收入对数这里是取的样本人均年收入的对数

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1. 农村社区能力的因子分析

如上所述,农村社区能力这一概念被操作化为

9 个方面共 17 个指标,因而在分析农村社区能力对

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前必须对借助降维工具对数

据进行处理。 这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村社区能

力进行因子分析。 KMO 检验值为 0. 769,Bartlett 球
形检验 P 值为 0. 000,Cronbach爷 s 琢 系数 0. 916,问
卷可靠性较高,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经过主成分分析法,4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

因子(F1、F2、F3、F4)被提取出来。 公共因子总方差

解释率达到 66郾 560% ,表明公共因子能够较好地解

释原始变量的信息。 其中, F1 的方差解释率为

43郾 877% ,是 4 个因子中最重要的影响因子;F2的方

差解释率为 9郾 807% , F3 的为 6郾 987% , F4 的 为

5郾 888% ,影响力依次递减。
运用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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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矩阵进行旋转,旋转在 9 次迭代后收敛。 从表 3
可以看出,公共因子 F1在村委的工作效率高、村组

织能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促进本村发展、村组织能

利用本村内部资源促进村的发展、村有明确的发展

目标、村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和计划指导本村发展、村
委能化解村民矛盾、村能培养负责日常事务的牵头

者这 7 个变量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在此将其命名为

社区组织能力;公共因子 F2在村经常创办和组织一

些活动、村民经常参与村组织的活动、村能提供多种

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村民需求、村有意识地培养居

民解决问题和寻找资源的能力、村民有很多参与到

村公共事务决策的机会这 5 个变量上的载荷系数较

高,将其命名为社区自治能力;公共因子 F3 在村民

是值得信任的、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助这 2 个变量

上的载荷系数较高,将其命名为社区培育内部社会

资本的能力;公共因子 F4在本村能接纳外来不同背

景的人、村能争取外部资源促进本村发展、村能利用

村外部组织资源的能力这 3 个变量上的载荷系数较

高,将其命名为社区培育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 所

有变量的共同度及公共因子对变量的载荷均大于

0. 5,显示出良好的区别效度和聚合效度[24]252。

表 4摇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原始变量 F1 F2 F3 F4 F综 排名
村委的工作效率很高 X1 0. 827 0. 200 0. 198 0. 078 0. 602 1

村组织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促进本村发展 X2 0. 811 0. 171 0. 036 0. 141 0. 576 2
村组织利用本村内部资源促进村的发展 X3 0. 752 0. 330 -0. 010 0. 270 0. 567 3

本村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X4 0. 719 0. 254 0. 091 0. 186 0. 537 4
村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和计划指导本村发展 X5 0. 669 0. 297 0. 082 0. 298 0. 520 5

村委组织能化解村民矛盾 X6 0. 646 0. 225 0. 324 0. 179 0. 509 6
村培养负责日常事务的牵头者 X7 0. 547 0. 358 0. 335 -0. 048 0. 444 7

村经常自己创办和组织一些活动 X8 0. 322 0. 774 0. 110 0. 056 0. 343 11
村民经常参与村组织的活动 X9 0. 352 0. 726 0. 097 -0. 134 0. 337 12

本村能提供多种公共设施和服务满足村民需求 X10 0. 090 0. 711 -0. 118 0. 358 0. 183 15
村有意识地培养居民解决问题寻找资源的能力 X11 0. 404 0. 615 0. 340 0. 089 0. 400 9

村民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的机会 X12 0. 475 0. 564 0. 094 0. 052 0. 410 8
村民是值得信任的 X13 0. 060 0. 151 0. 849 0. 076 0. 157 16
邻里之间互相帮助 X14 0. 214 -0. 020 0. 823 0. 191 0. 241 14

本村能接纳不同背景的人 X15 0. 106 -0. 218 0. 285 0. 736 0. 133 17
本村争取村外部资源促进本村发展 X16 0. 314 0. 399 0. 050 0. 614 0. 325 13

村能与村外部组织合作促发展 X17 0. 391 0. 345 0. 073 0. 552 0. 365 10

表 4 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17 个原始变量被 4
个公共因子提取的情况一目了然。 从综合排名中可

以看出原始变量对农村社区能力的作用大小。 根据

因子得分,4 个公共因子的评价模型分别为:
F1 = 0郾 827X1 + 0郾 811X2 + 0郾 752X3 + 0郾 719X4 +

0郾 669X5 + 0郾 646X6 + 0郾 547X7 + 0郾 322X8 + 0郾 352X9 +
0郾 090X10+0郾 404X11+0郾 475X12+0郾 060X13+0郾 214X14+
0郾 106X15+0郾 314X16+0郾 391X17

F2 = 0郾 200X1 + 0郾 171X2 + 0郾 330X3 + 0郾 254X4 +
0郾 297X5 + 0郾 225X6 + 0郾 358X7 + 0郾 774X8 + 0郾 726X9 +

0郾 711X10+0郾 615X11+0郾 564X12+0郾 151X13-0郾 020X14-
0郾 218X15+0郾 399X16+0郾 345X17

F3 = 0郾 198X1 + 0郾 036X2 - 0郾 010X3 + 0郾 091X4 +
0郾 082X5 + 0郾 324X6 + 0郾 335X7 + 0郾 110X8 + 0郾 097X9 -
0郾 118X10+0郾 340X11+0郾 094X12+0郾 849X13+0郾 823X14+
0郾 285X15+0郾 050X16+0郾 073X17

F4 = 0郾 078X1 + 0郾 141X2 + 0郾 270X3 + 0郾 186X4 +
0郾 298X5 + 0郾 179X6 - 0郾 048X7 + 0郾 056X8 - 0郾 134X9 +
0郾 358X10+0郾 089X11+0郾 052X12+0郾 076X13+0郾 191X14+
0郾 736X15+0郾 614X16+0郾 552X17

2. 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有序回归分析

如上文所述,本文在测量农村居民幸福感时用

的是生活满意度这一指标,并采取李克特 5 分量表,
1—5 分代表了满意度从“很不满意冶到“很满意冶的
逐步提升。 从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可知,皖西南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均值为 3郾 075,这说明现阶段皖

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 在此

基础上,本文以社区能力(社区组织能力、社区自治

能力、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社区培育外部

社会资本的能力)作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建立这些

变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有序回归模型。 模型的整

体拟合信息检验值为 0郾 000,小于 0郾 05,说明模型有

效。 在拟合优度方面,模型的 Pearson 值为 0郾 769,
Deviance 值为 1郾 000,都大于 0郾 05,模型拟合良好。 在

伪 R 方 系 数 方 面, Cox and Snell 值 为 0郾 276,
Nagelkerke 值为 0郾 312,McFadden 值为 0郾 149,均大于

0郾 05,说明模型有一定的预测性。 回归结果见表 5。
(1)社区能力要素的作用

表 5 的回归结果表明,社区能力要素对农村居

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 具体说来,社区组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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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估计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阈值

位置

[幸福感=1. 00] -2. 372* 0. 091 -5. 122 0. 378
[幸福感=2. 00] -1. 141 0. 405 -3. 828 1. 546
[幸福感=3. 00] 0. 049 0. 971 -2. 635 2. 733
[幸福感=4. 00] 2. 924** 0. 035 0. 204 5. 644
[性别=1. 00] -0. 224** 0. 043 -0. 553 0. 106
[性别=2. 00] 0a

年龄 -0. 066* 0. 059 -0. 134 0. 003
年龄平方 / 100 0. 058* 0. 088 -0. 009 0. 125

收入对数 0. 189* 0. 059 -0. 007 0. 386
[婚姻状况=1. 00] 1. 550 0. 143 0. 052 3. 065
[婚姻状况=2. 00] 0. 025 0. 940 -0. 616 0. 666
[婚姻状况=3. 00] -0. 993** 0. 002 -1. 614 -0. 373
[婚姻状况=4. 00] 0a

[教育程度=1. 00] 0. 770* 0. 077 -0. 085 1. 626
[教育程度=2. 00] 1. 392*** 0. 000 0. 724 2. 059
[教育程度=3. 00] 0. 463** 0. 020 0. 071 0. 854
[教育程度=4. 00] -0. 037 0. 937 -0. 965 0. 890
[教育程度=5. 00] 0a

社区组织能力 0. 061** 0. 046 -0. 082 0. 205
社区自治能力 0. 454*** 0. 000 0. 290 0. 617

社区培育内部社会
资本的能力 0. 088*** 0. 001 -0. 053 0. 229

社区培育外部社会
资本的能力

0. 086 0. 231 -0. 055 0. 227

摇 摇 注:*、**、***分别表示 10% 、5% 、1%的置信水平

力的偏回归系数为 0郾 061, exp ( 0郾 061 ) 的值为

1郾 063,表明随着社区组织能力的提高,农村居民的

幸福感将提升,即社区组织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区组织能力每提高 1 分,
农村居民幸福感将会提升 0郾 063 分。 社区自治能力

的偏回归系数为 0郾 454,exp(0郾 454)的值为 1郾 575,
表明随着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将提升,即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社区自治能力每提高 1 分,农村居

民幸福感将会提升 0郾 575 分。 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

本能力的偏回归系数为 0郾 088,exp(0郾 088)的值为

1郾 092,这表明随着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提高,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将提升,即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

本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区培

育内部社会资本每提高 1 分,农村居民幸福感将会

提升 0郾 092 分。 社区培育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对居

民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 综合看来,在社区能力要

素中,社区自治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

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再者是社区组织能力。
(2)其他因素的作用

回归结果表明,以女性作为参照组,男性的偏回

归系数为-0郾 224,这说明男性的幸福感显著比女性

的幸福感低,这与目前国内外学者如 Graham、边燕

杰、黄嘉文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年龄与幸福感的

一次项系数为-0郾 066,二次项系数为 0郾 058,表明年

龄与幸福感呈正 U 型关系,这也与国内外学者如

Gerdtham、Blanchflower、徐仲安的研究保持一致。 收

入对数的偏回归系数为 0郾 058,收入对幸福感具有

正向影响。 这与我国学者邢占军的研究较为一致。
在婚姻状况中,离异的偏回归系数为-0郾 993,在 5%
的统计水平上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参

照组为已婚,离异人群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已婚人群

的幸福感。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些学者如

Ben-Zur 的观点。 在教育程度方面,参照组为小学

及以下,本科及以上、大专、高中或中专分别在

10% 、1% 、5% 的统计水平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

响,则本科及以上、大专、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人幸福

感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 目前学术界关于此并

未有统一的认识。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分析

了农村社区能力要素的构成及其对农村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第一,现阶段皖西

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并不高,处于中等。 第二,
农村社区能力要素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
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

部社会资本的能力。 第三,社区组织能力、社区自治

能力、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对农村居民的

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以社区自治能

力的影响最大,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之,
社区组织能力的影响最小。 此外,性别、年龄、收入、
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对农村居民幸福

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上述研

究结论表明,农村社区能力建设对农村居民福祉具

有重要影响。 无论是从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还是从

提高农村社区能力的角度出发,今后的农村社区发

展都应从以下 3 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大力推进

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 完善农村社区现有的自治章

程和村规民约,增加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渠道

和途径;健全村务公开的监督机制,实现民主管理;
组织各种活动,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

积极性。 二是大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在培育

社区内部社会资本方面,可以利用农村社区各种正

式组织(如村委会、村民小组等)或者非正式组织

(如妇女协会、老年人社团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教

文卫活动以加强村民的相互交流和联系,以形成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良好社区

氛围及人际信任关系。 在培育社区外部社会资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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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应加强本社区与社区以外的组织、团体、政府部

门等之间的联系。 三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

织的组织管理能力。 村委会目前仍是农村社区最主

要的组织,承担着衔接政府与村民的“中间人冶的角

色。 村委会不仅要发挥自治性的功能,也要发挥一

定的组织管理功能[25]。 在涉及村民公共利益、切身

问题的事项上村委会要起到牵头作用,组织村民共

同协商解决。 在各种居民纠纷调解、信访化解方面

村委会往往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村委会还要能够充

分利用村内外各种资源促进本地区的发展。
此外,农村社区可以学习城市社区,引入专业的

社区社会工作组织、人才和方法,通过充分了解居民

需求,运用社会工作的赋权使能等手段改变现有的

社区权力结构,将村民纳入农村社区事务的共同治

理中来。 当然,这需要政府引入第三方专业的组

织[26]、团体介入到农村社区建设中来,为农村社区

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农村社区形成官民合作、多元共

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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